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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late 1940s, the outbreak of the cold war has profoundly influenced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
ic and cultural pattern. The cold war was pursuing a kind of cold war thinking, which was charac-
terized by “the absolute duality opposite between two ideologies”. The cold war mentality deeply 
affected the Chines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during its germinal and developing period. Through 
the national willpower, the cold war determined the formulation of the literary policy, restricted 
the expression of the direction and dimension of the literature, and became an important histori-
cal factor pushing the literary policy towards the extreme in the period from 1949 to 1976.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writing heroes” model and the selection of translation literature themes 
were controlled by the cold war mentality. Influenced by cold war thinking, literary debates also 
evolved into political criticism, which lost their literary 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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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爆发的冷战对全球政治、经济、文化格局影响深远。冷战奉行以“绝对化的意识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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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二元对立”为特征的冷战思维，深刻影响了处于生发期的中国当代文学。冷战思维经由国家意志左右

文艺政策的制订，规范并制约文学表达的维度，成为推动1949-1976年文艺政策不断走向极端的一个重

要历史因素。“写英雄人物”模式的形成和翻译文学的主题选择都受到冷战思维的控制。受冷战思维的

影响，文学论争也演变为政治批判，失去了论争的文学立场。 
 
关键词 

冷战思维，二元对立，文艺政策，文学论争 

 
 

Copyright © 2017 by author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20 世纪 90 年代前后的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在形式上宣告了以美苏为首的东西方两大阵营冷战时代

的终结。然而，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的结束并不寓示着冷战的彻底离场。冷战奉行以意识形态二元

对立的绝对化为特征的思维，历经近半个世纪，逐渐渗透进参与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各个领

域，文学领域也不例外。冷战思维对 20 世纪处于生发期的中国当代文学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冷战思维在

“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中有着怎样的表达？这些问题都促使我们在今天重新回顾逝去的冷战时

代并认真审视冷战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关系。 

2. 冷战与文学的冷战思维 

冷战启动的标志性事件之一是 1946 年当时的英国首相丘吉尔在美国发表著名的“铁幕演说”，他认

为一条铁幕已经把欧洲分为自由主义和极权主义两种类型的国家。1947 年出台的“杜鲁门主义”更公开

宣言美国决心支持和援助一切反抗共产主义的国家。为应对美英主导的冷战压力，1947 年在波兰召开的

共产党情报局成立会议上，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日丹诺夫做了《关于国际形势》

的报告，提出了苏联的“两个阵营”理论，指出战后世界“新的政治力量的划分已经出现了。战争过去

得愈久，战后国际政策中的两条主要路线的区分也愈明显，这两条路线适应着在国际舞台上活动的政治

力量的划分而形成了两大阵营：一方面是帝国主义反民主阵营，另一方面是反帝国主义民主阵营[1]”。

自由主义/极权主义、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帝国主义/反帝国主义，这些字眼所彰显的“二元对立”思维

不言自明，而对阵双方不约而同地站在各自立场上划清敌我界限的做法使得“二元对立”的冷战思维在

实际的国际政治活动中得以确立并走向绝对化，“要就是站在帝国主义战线方面，变成世界反革命力量

的一部分；要就是站在反帝国主义战线方面，变成世界革命力量的一部分。二者必居其一，其他的道路

是没有的[2]。”对苏冷战战略的最早提出者乔治·凯南同样明确地告诫政府：“无论布尔什维克做什么，

无论他们对我们的最后态度是什么，我们都应该毫不迟疑地站在反对他们的一边[3]。”。 
对文学加强意识形态控制是冷战时期东西方阵营冷战思维的重要表现形态。冷战尽管有军事冲突、

经济制裁、军备竞赛等多种形态的直观表现，但究其实质，冷战是意识形态的冲突，文学领域内的冷战

尤其受到意识形态的左右。“冷战是这样的一种冲突，它把两个国家的政府和国民如此紧密的关联在一

起，甚至在表面上都不可能把自身与另一方连同意识形态的藩篱分离开来。相应的，引导这种冲突的若

干前提不限于民族国家疆域之内，哪怕冲突的发起者以及冲突的许多实际表现是在一个国家，而抵抗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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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这种前提的文学，共同展示了对冷战及其意识形态的人文主义抵抗、对这个时代的排他性二元逻辑

的选择[4]。” 
这方面影响广泛的事例可以在文学类奖项的评审活动中找到。出于“遏制共产主义”的目的，以美

国为首的西方势力插手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审，多次将奖项授予在苏联国内被认为是违背了社会主义现实

主义创作规范的作家。1958 年帕斯捷尔纳克获诺贝尔文学奖，他在《日瓦戈医生》中深刻反思了人性在

战争中遭受的摧残，隐约表达了对十月革命合理性的怀疑而被认定是对苏联意识形态的否定性叙述。索

尔仁尼琴 1968 年写成的《第一圈》、《癌病房》等作品大量揭示了苏联政治犯收容所和集中营的内幕，

未能获得在苏联国内出版的许可。令人诧异的是，作为第一部描写斯大林时代劳改营生活的作品《伊

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1962 年却由当时的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亲自批准发表在《新世界》杂志上。追

溯苏联对待索尔仁尼琴态度的“前恭后倨”，盖因赫鲁晓夫时代在共产主义阵营中清算斯大林专制影响

和对西方阵营采取缓和的冷战策略所致。随着 1964 年赫鲁晓夫下台，苏联对文学开始进行更为严厉的意

识形态控制，索尔仁尼琴的作品在境内被禁，被迫偷运至国外出版。作为苏联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

索尔仁尼琴 1970 年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的事件引发苏联的强烈抗议。 
冷战期间，文学被有目的地组织化，以阵营和战线的名义要求作家站队，这种现象广泛存在于东西

方两大阵营，文学成为参与国用于宣传各自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并进行“文化心理战”的重要手段。1950
代起，美国中情局耗费巨资，暗中资助创办了“文化自由大会”(The Congress for Cultural Freedom)，其

真正的目的是成为“一个设在欧洲的桥头堡，以此来阻止共产主义思想的进犯；它应当发动一场广泛而

具有凝聚力的运动，对它的知识分子同行们施加一种压力，使他们脱离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或一些同路人

的组织[5]”。在其鼎盛时期，“文化自由大会”在 35 个国家设有分支机构，拥有自己的新闻社，出版

20 多种显赫刊物，经常在欧洲、美国等地举办艺术展览，组织高规格的国际会议，并为立场相同或相近

的文学家、音乐家、艺术家颁奖，大力遏制和打压社会主义国家文学的影响力。而苏联则加强 1920 年代

设立的统一的苏联作协管理模式，对文学强化体制化和组织化，对于作家队伍中诸如阿赫玛托娃、帕斯

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布罗茨基等的“异己分子”采取监视、开除出作协、驱逐出境、禁止其作品在

苏联境内出版发行等惩罚手段。建国以后，中国借用了苏联的作协管理模式，对作家进行体制化管理，

“到 1959 年，各地加入作协的人数已达 3136 人，1960 年则高达 3719 人。几乎所有稍有名望或可称之

为‘作家’的人都加入了相应的作家协会[6]。”在中国“反右”等政治活动中，被认为在作品中表现资

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情调、主张写“中间人物”、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解不符合意识形态主流的作家

或评论家沦为批判的受害者。 
概言之，冷战思维是以意识形态二元对立的绝对化为特征的，这使得受之渗透的国家文学在不同程

度上表现出冷战思维的特性。 

3. 冷战思维在“十七年”和“文革”时期的历史演进 

国际政治形势、国家利益关系是构成文学生成、发展和变异的一个重要外在生态环境。国家意志和

民族利益的需要往往主导文艺政策的制定和调整，国家意识形态通过文艺政策规范并制约了文学所能达

到的向度和维度。在冷战的大环境下，意识形态上“非我即敌”的冷战思维在“十七年”文艺政策中得到

持续的表达，催化和加剧了 20 世纪 50~70 年代当代文艺政策意识形态上的对抗和排他，成为推动“文革”

时期文艺政策不断“左倾”并走向绝对化极端的一个重要历史因素。 
20 世纪 50、60 年代，中国在国际政治关系上需要处理两个方面的主要关系：一方面是以美国为首

的西方敌对势力，而另一方面则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势力。由于共同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背景，

中苏具备形成战略同盟的天然条件。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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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一方

面去找[7]”。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出于对现实安全因素的考虑，中国共产党在强化对苏联意识形

态认同的基础上采取了“一边倒”的外交战略，在实质上承认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苏联的“统帅”地

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新中国采取敌视态度，在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包围，不断挑

起针对中国的事端，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是双方阵营局部地区冲突从冷战演化为热战的重大历史事件。

1950 年 2 月 14 日，中苏签署《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两国结盟无疑增强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

阵营的力量，加大了苏联在东西方冷战和同美国对抗中的砝码，同时也使中国领导人认为“有了一个可

靠的同盟军，这就便利我们放手进行国内的建设工作和共同对付可能的帝国主义侵略，争取世界和平[8]”。
随着中苏两国关系进入“蜜月期”，中国在 20 世纪 50 年代全面学习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作为苏联先进的、具有指导性价值的文学创作原则被引进到国内，并在 1953 年第二次文代会上被确立为

“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的最高准则[9]”。1951 年，我国作家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

风骤雨》、贺敬之和丁毅的歌剧《白毛女》同时获得斯大林文学奖。1952 年周扬在为苏联文学研究杂志

《旗帜》撰写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国文学的前进道路》一文中说：“丁玲的《太阳照在桑乾河

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贺敬之、丁毅的《白毛女》获得一九五一年斯大林奖金，使中国人民和

中国文艺工作者感到极大的光荣。……”对《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作品获得苏联权威奖项的认同，不

仅使得这些获奖作品取得了与苏联类似作品相同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标签，在文学冷战战线上毫无争

议地被归入东方阵营序列，用以宣传社会主义社会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所获得的伟大成就，从而体现社会

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更为重要的是用文学评奖反映政治“联姻”，体现“中苏两国之间正在日益加强的

文化交流，对帮助中国文学艺术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个意义还不只是文学上的，同样也是政治

上的。大家都知道，伟大的中苏友谊是保卫东方和世界和平的最重要因素[10]”。 
五十年代中期起，中苏逐渐在意识形态上产生分歧。1956 年 2 月 14 日，赫鲁晓夫在苏共 20 大的秘

密报告掀起了反斯大林的浪潮，苏联官方开始清理斯大林个人崇拜在苏联社会中的影响，这在社会主义

阵营中引起巨大震动，并引发了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一系列政局动荡。中国认为赫鲁晓夫此举在国际上掀

起了反共浪潮，不利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中苏在意识形态和对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等问题上的

分歧日益严重。中共开始调整国际、国内政策，反思全面学习苏联的历史教训，其中包括对文艺政策的

调整。1956 年 5 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双百”

政策的提出意味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再是文艺创作唯一的方法。1958 年 3 月，毛泽东在成都工作

会议上提到了“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后来被理论界概括为“两结合”创作方法。“两

结合”诞生于“大跃进”新民歌的创作运动中，并取代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成为“对全部文学历史

的经验的科学概括[11]”的创作方法。作为来自于苏联的一种文艺创作方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中

国的被引进、被质疑和被弃置成为中国文艺政策中冷战思维的一个鲜明而具体的体现。 
中苏关系的破裂意味着中国面临来自西方阵营和苏联两方面的压力，毛泽东在国际上既反对西方阵

营的进攻，又在社会主义阵营中与“苏联修正主义”或“苏联帝国主义”进行斗争。60 年代前后毛泽东

一方面提出了“反和平演变”的思想，提醒中国人民警惕来自西方阵营的“糖衣炮弹”，另一方面又和

苏联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持续的论战。1963 年 9 月，基于对当时国际冷战局势、国内斗争形势的判断，

毛泽东改变了 1956 年“八大”提出的“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

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

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的路线方针，开始在国内将“反修防修”的重点由防修转向反修。 

4. 冷战思维在“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中的表达 

20 世纪中期正是中国当代文学破旧立新，确立文学“新质”的时期，在“绝对化的意识形态二元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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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冷战思维框架下，中国当代文学受到冷战思维的渗透和制约是难以规避的，“二元对立的社会阶

级构架既是新文学形成的外部环境，也是当代文学的内部构成[12]”。此种情境下，冷战思维表达在“十

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书写中也就成为必然。 
从文学人物形象的塑造来看，20 世纪 50 至 70 年代当代文学作品中的“英雄人物”排除其他类型的

人物形象，“因能很好地承载‘生活本质’而成为社会主义文学作品中的绝对主角[13]”，以充分体现社

会主义、共产主义新人的道德楷模作用，并很好地发挥文学“无产阶级属性”的功能。英雄人物占据几

乎所有的文学题材，如《创业史》、《三里湾》、《山乡巨变》等反映合作化运动的农业题材文学，如

《欧阳海之歌》、《踏平东海万顷浪》及其他抗美援朝时期的小说、通讯等反映战争题材的文学，如工

业题材的《百炼成钢》、《铁水奔流》等、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第二个春天》等反映社会主义建设题

材的文学中。梁生宝、王金生、刘雨生、欧阳海、秦德贵等，及至“三突出”原则指导下创作出来的文

革样板戏中的杨子荣、阿庆嫂等人物多是阶级斗争或“姓资姓社”两条路线斗争的“英雄人物”形象。

既然英雄人物成为当代文学书写的首要人物形象，不能体现社会主义时代精神的“中间人物”、需要被

改造的知识分子形象等被排除在文学外也就成为在所难免的事实，而如何描写英雄人物也成为文艺界一

度论争的话题，比如能不能写英雄人物缺点、知识分子能不能作为英雄人物进行描写等。尽管刘绍棠、

邵荃麟等人在 60 年代提出了某种程度的质疑，如刘绍棠认为的“写英雄人物不应该写缺点等”是文学创

作中的教条主义，“离开了现实主义的基本精神[14]”。但随着国际冷战态势的恶化，上述观点受到严厉

批判。在“二元对立”、“绝对排他”的冷战思维框架内，“写英雄人物”更在“文革”中发展到极致，

发展出所谓的“根本任务论”，《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中指明文学“要努力塑造工农兵的英雄人

物，这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在“根本任务论”指导下炮制出来的大量文学文本充斥着完美的

英雄人物。英国布莱顿大学教师哈蒙德在其著作《全球冷战文学：西方、东方和后殖民视角》中以大量

的史料显示，20 世纪后半期，亚洲、非洲、北朝鲜和美国的很多作家都不同程度地在文学创作中加入了

意识形态的元素，并在展现军事冲突、革命、宣传战争等多个方面的文学书写中展现了东西方对抗的冷

战思维，其中以 1966~1976 年间的样板剧为例进行论述，认为革命样板戏是冷战文学的一个典型的有效

载体[15]。“写英雄人物”创作模式在文学上的“一统天下”和走向极度窄化，“正是当代文学生成、发

展到定型的过程，也正生动地说明了冷战语境中绝对主义、二元对立思维在文学中的决定性作用[13]”。 
冷战文学思维不仅体现在国内文学的创作中，同一时间内翻译文学的冷战思维也是十分明显的。“‘十

七年’期间，文学译介者从繁复驳杂的外国文学中，读出的只是泛政治化的阶级斗争主题、反西方殖民

主义主题、世界和平主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主题，以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精神，等等[16]”，现在看

来这是一个很确切的评述。因而，许多其他诸如“人道主义”、“民主”、“人权”主题因为其资产阶

级文化的意味和内涵，遭到对抗性的排除也就自然在情理之中。国家有意识地引导大众去阅读并接受带

有相同意识形态意义的外国文学作品，强调要根据民族的特点和需要，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文化中的“有

用”部分，而对于自身意识形态允许范围外的国外文学，要么不加翻译介绍，要么翻译过来当作反面教

材，成为批判的典型。只要试想 50、60 年代对待苏联文学的不同态度就能看出冷战思维对翻译文学的影

响何其之大，“从 60 年代初到‘文革’爆发前，我国公开出版发行的苏联作家作品已大大减少，只有以

‘左’的面貌出现的柯切特夫等极少数作家的小说，以及少量的儿童文学作品[17]”。肖洛霍夫的作品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中苏友好的大背景下，曾作为苏联社会主义文化的象征之一，被中国翻译文学界大量译

介，他的代表作《静静的顿河》、《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一部)、《一个人的遭遇》等都被翻译成中文，

并对中国文学产生重要的影响。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都曾借鉴过肖洛

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一部)的某些创作手法。及至 1959 年《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二部)在苏联

问世，虽然翻译界很快于 1961 年将这部作品译介到国内，但并未以公开发行的形式出现。如果说“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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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时期对外国文学的译介尚在意识形态许可范围内进行，“文革”期间我国干脆就关闭了对外的文学

翻译大门，将文学绝对排他的冷战思维发挥到了极致。 
纯粹出于文学观念和观点的不同而导致的文学论争常常局限在文学的范围内，并不能对文学论争的

双方构成任何现实的危险。而在冷战思维影响下的中国当代文学论争中，论争往往会上升到政治立场和

思想立场的高度，继而导致论争中的一方因政治原因而非文学原因遭受批判。“十七年文学”、“文革

文学”时期中的文学论争受冷战思维裹挟，常以批判为形式、以斗争为手段、以改造为目的，其目的就

是不断发现、清理并去除文学中代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立场的“杂质”，不断使文学“纯化”，朝

向无产阶级一体化文学的方向发展。文学论争不断区分“马克思主义”的和“非马克思主义”二元对立

的文学因素，强化了中国化进程中的马克思主义在文学范畴内的“准确”表达。 
“十七年”和“文革”时期发生了一系列文学批判。1951 年对《武训传》的批判是建国以来文艺界

第一场批判，毛泽东在社论中开门见山地指出：“《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18]”，“这

不是别的，就是资产阶级的反动观点[19]”，“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的文艺工作者对于已经死去和正在死亡

的旧的东西还有千丝万缕的连(联)系，旧的思想文化在我们中间还有很大的影响[20]。”可见，批判的本

质在于“最具当下针对性地完成社会主义政治思想的意识形态化思想澄清与统一工作[6]”。此后对俞平

伯《红楼梦评传》的批判、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清算、对丁玲、陈启霞、冯雪峰、艾青、罗烽等

一大批“右派”分子的斗争都将文学意义上的纷争扩大到政治思想意义上的批判，从对文艺作品和文

艺评论观点的论争深挖到政治立场上，也就从虚构的文学世界延伸到了现实世界，将文学问题引申至

政治范畴内，最终以“打倒”论争的一方为目的和结果。这种以“斗争”为基本形态的冷战文学思维

贯穿整个“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中。“文革”结束以来，文学的转型和边缘化趋势使文学领

域内的论争受意识形态话语场的影响减弱，文学论争或争鸣的场域更多地移向民间，如 90 年代张承志

和张炜等人与王蒙和王朔等人因对大众文化的不同态度和立场而发生的论争。论争的参与者首先不具

有一定的意识形态背景，其次论争的主题也不涉及宏大的政治主题，因而成为“地道的民间行为[21]”。 

5. 结语 

冷战不仅对全球经济政治格局产生深远的、无法衡量的影响，同时也触及到文化领域。文学作为一

个特殊的领域，不仅用文字记载了国家和民族甚至个人在冷战时期的经历、感受，也成为冷战双方开展

意识形态斗争的直接战场。无论冷战是否继续，它都已经以难以磨灭的方式给文学打下了深刻的烙印。

无论冷战是否继续，它所秉承的“绝对化的意识形态二元对立”的冷战思维也不可能短期内从文学中消

弭。比如，世纪末高行健获诺贝尔文学奖引发了网民对诺贝尔奖评委们“臆想做新冷战的始作俑者[22]”
的质问就是例证。 

20 世纪 80、90 年代以来，中国奉行“不结盟”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实质上走出了冷战的泥潭。90
年代以来，当代文学呈现为国家意识形态文学、大众文学和精英文学“三分天下”的格局[21]，文学在主

流意识形态框架中从宏大叙事的主题中突围，不断进行着文体实验和叙事实验，文学的私语化和个人化

倾向明显。而大众文学在文坛上的异军突起，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作家游离在作协体制外。他们受市场经

济体制的主导，面向新生的市民阶层进行写作，文学的商业化、世俗化解构了文学的纯粹化、神圣化。

文学已经进入一个多元共生的新局面。2012 年文学评论家陈晓明评论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认为：“过

去西方承认的主要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典文学，最多到现代，而对中国当代文化和当代文学一直存在

抵触和偏见，通过莫言的获奖，西方将会有一个更加开放的姿态来接受当代中国[23]。”诚如斯言，“开

放的姿态”才是消除文学东西方意识形态对抗的正确思维，而“开放的姿态”同样也是中国当代文学在文

学范畴内开拓文学审美性、文学现代性，用文学自己的方式表达对当下的思考和对人生的思辨的良性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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